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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温室效应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必须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合理界定中国应承担的

碳排放减排义务，促进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顺利开展就成为了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利

用1997~2018年间全球33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宏观季度数据，以EKG理论作为支撑，构造全球向量自

回归模型(Global VAR模型)，探究在全球环境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

本文研究的结论表明：由于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显著地促进自身碳排放量的

增长；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促进中国碳减排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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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greenhouse effec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world’s largest car-
bon dioxide emitter, China must make its due contribution. Therefore, in accordance with Chi-
na’s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a reasonable definition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
liga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have 
become one of the key issues of current academic concern. This article uses the macro quarterly 
data of 33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1997 to 2018, and uses EKG theory as 
support to construct a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Global VAR model) to explore the 
dynamic impact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ndicate that due to 
China’s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significantly pro-
mote the growth of its own carbon emissions; driv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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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近年来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所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最

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之一。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危害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问题的根源所在，显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以二氧

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因此想要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就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组织、有目

的的大范围节能减排，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与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承担起较以往更加重大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与责任。党的十八大和十

九大都提出要把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着力治理环境污染，

降低中国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近年来中国一直都承受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与指责，部分发达

国家甚至要求中国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主要责任，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西方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

便就开始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工业，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

为这一过程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无疑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如今西方国家却枉顾历史，试图把全球气候

变暖的主要责任强加给仅仅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中国，这是有失公允的，庞军，张浚哲(2012) [1]、张红，

李洋(2014) [2]等学者都曾提到过这一点并呼吁要明确界定全球碳减排的责任划分。 
因此基于全球视角，本文的研究目的为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探究当前

中国进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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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文献述评 

中外学术界对于碳排放的关注主要在于明确碳排放量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研究影响碳排放量的

驱动与抑制因素也是近年来经济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根据文献阅读，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

的方法众多，但通过归类分析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类：第一，运用 KAYA 恒等式与 IPAT 与 STIRPAT
两个模型。KAYA 恒等式由日本学者 Yoichi Kaya 提出，他的方法是将碳排放运用因式分解法，将碳排

放同经济发展程度，人口规模，能源消费量与能源消费结构联系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相关

关系。随后这一恒等式在学界逐步流传开来并被广泛应用，Duro (2006)通过研究，成功将 KAYA 恒等式

的四个解释变量进行逐一分析，发现能源消费与能源消费结构对人均碳排放具有极强的影响。近年来一

些学者在 KAYA 恒等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加入了新的解释变量，例如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

徐丽杰(2014)在其研究中侧重讨论了我国城市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短期内中国的城市化对

碳排放的强度有正向影响，但是不是绝对的，从中长期看城市化有利于抑制碳排放的强度，短期内过快

城市化会不利于节能减排，城市化应当循序渐进才能最大程度上有利于抑制碳排放。IPAT 模型最早由

Ehrlich & Holdren (1971)提出，即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是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因素作用的结果。由于

IPAT 模型存在一些局限性，国外学者 Dietz & Rosa (1997)在 IPAT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 STIRPAT 模型，

从而使得该模型得到广泛运用。陈邦丽、徐美萍(2018) [3]利用 STIRPAT-Alasso 模型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

碳排放量的因素，其研究表明人均 GDP、我国城镇化水平及第二产业所占工业比重对碳排放具有明显的

驱动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与创新水平能显著减少碳排放。第二，采取计量经济学分析方式进行，

主要包括回归模型，协整检验，Granger 因果检验及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向量误差误差修正模型，以上方法

较为常见本文便不一一赘述。崔百胜，朱麟等(2015) [4]，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

研究了能源消费控制目标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动态关系，其研究发现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提高

碳排放清洁技术水平、增加碳基能源的边际产出，可在不影响经济增长且受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完成能源

消费总量考核的目标。李金凯，程立燕等(2017) [5]则从 FDI 视角出发，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污

染光环”效应。孙攀、吴玉鸣(2018) [6]等利用 SDPDMFE 模型回归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碳排放得

影响。施亚岚等(2014) [7]则检验法研究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对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关系，提出政府

应当避免短期内过度城市化，通过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抑制温室气体排放。曲晨

瑶、李廉水等(2018) [8]则是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聚集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

异，从时间跨度上看我国的总体碳排放率是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从地域空间上看，我国的碳排放率

自西部、中部向东部呈现递增的态势。第三、采用因素分解法进行，因素分解方法主要指 SDA 与 IDA，

SDA 指结构分解方法而 IDA 即为指数分解法。往往为了追求更为精确的分析，SDA 需要依据真实可信

的投入产出表，如 Butnar (2011) [9]借助分析西班牙的投入产出表，研究各服务部门的投入产出比的影响

因素，进而得出了推进技术革新能促进减少碳排放量的结论。郭炳南，林基等(2017) [10]则将碳排放作为

非期望产出，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 模型测度了 1997~2014 年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水平，比较

了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从投入与产出冗余率来看，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均存在一定程度的

冗余，上海的要素投入冗余率最小，能源配置与劳动力配置冗余是造成江苏与浙江碳排放效率低的主要

原因。应当注意的是结构分解法 SDA 其数据要求都是较高的，容易造成数据收集上的不便，且其区域间

比较性的可靠度一般，因此近年来不少学者更为偏好于 IDA，外国学者 Grossman 等(1991) [11]是最早利

用该方法成功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三个要点：技术，结构，规模。张志高、袁征等(2017) [12]利用

LMDI 模型，成功对河南省的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发现全省碳排放量具有日渐均匀化的趋势，而提

高生产效率与优化劳动力结构是推进河南省节能减排的首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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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当前学界，无论国内或是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单个国家或经济体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研

究，而缺乏将这些驱动或抑制因素置于国际交互关系的角度中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采用 GVAR 模型即

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全球视角来探究影响我国碳排放量的因素。 

3. 影响碳排放量的 GVAR 模型构建 

3.1. 模型构建 

Garratt (2006) [13]的研究指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应当统筹考虑三大彼此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传导

路径： 
路径一：与国内变量 ijx 对应的国外变量 ijx′的当期值与滞后值会对国内变量产生影响。 

路径二：全球性外生变量对于各国的所有变量会产生共同的影响。 
路径三：第 i 个国家当期受到的冲击会对第 j 个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反映在相关的协方差矩

阵中。 
认真这三个路径可以发现，构建GVAR模型，实质上就是首先构建所选取的各个国家的VARX模型，

然后经过识别检验构建对应的 VECMX 模型，然后再将各国的 VECMX 模型通过权重矩阵整合为 GVAR
模型，具体过程将分布论述： 

1) 各国变量的选取 
根据上文的简介部分，在 GVAR 模型中包含三类变量：国内变量，国外变量与全球变量。 
国内变量：设定为 ijX ，由各国国内宏观变量组成，如 GDP 等。 
国外变量：设定为 ijX ′，根据相应的权重矩阵构建。如：建设第 i 个国家的真是 GDP 为 y，则其国外

产出 0
N

ijjy w y
=

′ = ∑ ，其中 0
N

ijjy w y
=

′ = ∑ 为对应的权重矩阵。Garratt (2006) [13]指出 GVAR 模型必须要求

假定 ijX ′具有弱外生性。 

全球变量：例如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原料价格等，是外生冲击变量。 
2) 建立各国的 VARX 模型 
现将第 i 个国家的 VARX(1, 1)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 )0 1 , 1 0 1 , 1 1, 2, , ; 0,1, ,ij i i i i j i ij i i j ij j iX X X JX Nα α ε− −′ ′= + +Ψ +Λ =+ =Λ + � �  

在上式中， iΨ 为 i ik k× 的系数矩阵， 0iΛ 与 1iΛ 为 i ik k ′× 的系数矩阵， ijε 为各国自发冲击的 1ik × 的系

数矩阵。 
3) 建立各国的 VECMX 模型 
根据上一步建立好的模型，通过对各国的 VARX 模型进行识别与协整检验，建立相应的 VECMX 模

型，此步骤主要有计量软件运行，过程就不再赘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协整关系不仅要存在于国内变

量间，更要存在于国内变量与对应的国外变量间。 
4) 构建 GVAR 模型 
在上一步构建了各国的 VECMX 模型后，通过相应的权重矩阵，各国的 VECMX 模型将被整合为

GVAR 模型： 
00 01 0 0 0 0 0

10 11 1 1 1 1 1
0 1

0 1

, , , ,

t

t
t

N N Nt N N N N

A W B W
AW B W

G H

A W B W

α α ε
α α ε

α α ε

α α ε

         
         
         = =
         
         
     

= =

   

=
� � � � �

 

0 1 1t t tGX t HXα α ε−= + + +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1018


李晟 
 

 

DOI: 10.12677/sd.2021.111018 153 可持续发展 
 

对于上式， ( )0,i ki iA I= −Λ ， ( )1,i i iB = Ψ Λ ； iW 是权重矩阵构成的系数连接矩阵。接下来将在此的基

础上加入全球变量，从而得到扩展性的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 

0 1 1 0 1 1t t t t tGX t HX d dα α ε− −= + + +Φ +Φ +  

在上式中 td 为 s × 1 的向量，也就是全球变量的向量，具有弱外生性，其系数矩阵为： 

00 01

10 11
0 1

0 1

,

N N

Φ Φ   
   Φ Φ   Φ Φ
   
  

=


Φ

=

Φ  

� �
 

至此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即 GVAR 模型基本构建完毕，经过相应的模型估计检验后，便能借助广义

脉冲相应函数等方式对模型中包含的所有国家进行动态分析。 

3.2. 根据模型应选取的国家 

本次研究采用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初创者 Smith (2014)推出的 GVAR Toolbox 2.0 模型。由于全球

经济系统过于庞杂，难以在单一 GVAR 模型中逐一反应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因此本文根据

2010~2018 年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选取了 33 个典型国家，其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之和占全球 GDP
总和达到百分之 70 以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具体选取状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33 countries or regions included in the GVAR model 
表 1. GVAR 模型包含的 33 个国家或地区 

模型主要国家 欧盟国家 非欧盟的欧洲国家 亚洲其他国家 北美其他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 其他国家 

中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意大利 
西班牙 
瑞典 
芬兰 
荷兰 
奥地利 

英国 
挪威 
瑞士 

日本 
韩国 
印度 

马来西亚新加

坡 
菲律宾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加拿大 

墨西哥 
智利 
秘鲁 

阿根廷 
巴西 

土耳其  
澳大利亚 

沙特阿拉伯 
新西兰 
南非 

3.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可行性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比率(工业增加值占 GDP 之比)作为产业结构的代

理变量；同时将实际 GDP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实际汇率及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加入模型，选取国际石

油价格作为全球变量。分别用 in、y、co2、poil、fdi 表示国内变量 ijx 包含的工业增加值比率、实际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石油价格、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同时用 in'、y'、co2'、poil'、fdi'表示国外变量 ijx′
对应的工业增加值比率、进口比率、实际 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石油价格、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 

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所有数据均为 1997~2017 年间的季度数据。实际 GDP、国际石油价格来自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库，并进行了季节调整。工业增加值比率、二氧化碳排放量取自世界

银行数据库。对于所有数据都采取了取对数处理以消除潜在的异方差干扰。 

4. 影响碳排放量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检验 

根据 Smith & Galesi (2014)，在构建 GVAR 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时应首先对模型中全部 33 个国家所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1018


李晟 

 

 

DOI: 10.12677/sd.2021.111018 154 可持续发展 
 

包含的国内变量与国外变量以及全局变量进行统计检验，包括：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协整检验

(co−integration test)以及涉及国外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Weak exogenous test)。三个检验的结果将分别以表

格形式展现，由于本模型包含 33 个国家，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全部展示，故在此部分将以中国作为主要

例子进行展示。整个实证部分均借助 MATLAB 进行运算处理。 

4.1.1. 单位根检验 
在计量过程中，若所运算的序列存在单位根则其过程将不会平稳，甚至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出现，

因此必须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即是为了检验被检测的序列中是否具有单位根而

进行的检验。而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变性，使得其本身往往就具有一定的非平稳性，而单位根检验也是进

行协整检验，建立协整分析的必要基础。本文根据 AIC 与 SC 准则确定合理滞后阶数为 2。下表 2 为中

国模型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2 中 t 表示带有趋势项，所有检验均为 5%的显著系数。 
 
Table 2. Unit root test 
表 2. 单位根检验 

国内变量 统计值 是否平稳 国外变量 统计值 是否平稳 全局变量 统计值 是否平稳 

y(t) −1.20091 不平稳 ys(t) −2.69064 不平稳 poil(t) −0.66787 不平稳 

Y −0.49283 不平稳 ys −0.63627 不平稳 Poil −0.55777 不平稳 

Dy −4.22289 一阶平稳 Dys −3.99256 一阶平稳 Dpoil −6.29796 一阶平稳 

ep(t) −2.0292 不平稳 eps(t) −2.80351 不平稳    

fdi 0.665275 不平稳 fdis −0.67325 不平稳    

Dfdi −2.89208 一阶平稳 Dfdis −5.16061 一阶平稳    

co(t) −1.58471 不平稳 cos(t) −1.83871 不平稳    

co2 −1.81583 不平稳 co2s −1.14111 不平稳    

Dco2 −3.25856 一阶平稳 Dco2s −3.70977 一阶平稳    

in(t) −1.19319 不平稳 ins(t) −2.54855 不平稳    

In −1.58062 不平稳 ins −1.73153 不平稳    

Din −3.03198 一阶平稳 Dins −2.91101 一阶平稳    

rd(t) −1.68106 不平稳 rds(t) −1.07813 不平稳    

Rd −1.37887 不平稳 rds −0.47669 不平稳    

Drd −3.29032 一阶平稳 Drds −3.01071 一阶平稳    
 

由表 2 可以看出，中国模型中的全部国内变量，国外变量以及全球变量都为一阶平稳，可以在一阶

差分的形式下进行接下来的检验。 

4.1.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针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因果关系的检验，其目的就是检验一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具有相

对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而排除可能存在的随机性趋势。Smith & Galesi (2014)要求建立各国的 VECMX
模型前依次进行协整检验，需要注意的是全局变量不包含于此检验中。表 3 为以中国为例进行协整检

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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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results of the cointegration test of the Chinese model 
表 3. 中国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数量 迹统计量 5%的临界值 

r = 0 72.60861 69.81889 

r = 1 37.59201 47.85613 

r = 2 20.74288 29.79707 

r = 3 6.758361 15.49471 

 
由表 3 可以看出，中国模型具有一个协整关系，表 4 就显示中国模型中的协整关系。 

 
Table 4.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model 
表 4. 中国模型中的协整关系 

BETA CV1 

co2 1 

y −0.63 

in −0.87 

rd −0.16 

fdi −0.35 

ys 1.42 

ins −0.34 

rds −0.07 

fdis −0.23 

poil 0.02 

 
通过协整检验后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进行动态分析。 

4.1.3. 弱外生性检验 
GVAR 模型中的国外变量 ijx′应当被假设为弱外生性的，并需要对其进行弱外生性检验。Pesaran 等

(2004) [14]、Dees 等(2007) [15]指出，在 GVAR 模型中，国外变量 ijx′具有弱外生性意味着从国内变量 ijx
到国外变量 ijx′间没有长期的反馈，而无需排除二者间的短期反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外变量 ijx′可以

被认为对于国内变量 ijx 具有长期的影响，这就符合了 Garratt (2006) [13]关于 GVAR 模型应当统筹考虑

三大传导路径的要求，即与国内变量 ijx 对应的国外变量 ijx′的当期值与滞后值会对国内变量产生影响。在

GAVR 模型中，对国外变量进行弱外生性检验采用 Johansen、Nielsen 等(1998)提出的方法，具体公式表

达如下： 
* *

*
, , , 1 , , , , ,

1 1 1

i i ir p q

ij i it it j is i j s is i j s ij
t s s

x ECM x xρ ρ ρ ρ ρ ρα δ φ ϕ η− − −
= = =

′ ′ ′∆ = + + ∆ + ∆ +∑ ∑ ∑  

因此本文将针对模型中特定国家的国外变量进行的弱外生性检测，检验借助 MATLAB，使用 F 检验

对模型中包含的 33 个国家进行了相应检验，为方便叙述，本文从中抽取了 9 个较为重要的国家或地区进

行展示，详细结果见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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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weak exogeneity test of the foreign variables of the main countries of the GAVR model 
表 5. GAVR 模型主要国家的国外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 

国家 F 检验类型 5%的临界值 ys Cos ins rds fdis 

澳大利亚 F (3, 48) 2.798060635 0.187998 0.810706 0.551325 0.597406 1.350009 

美国 F (4, 47) 2.569540013 2.108909 0.225437 0.858232 0.778316 0.824656 

英国 F (3, 48) 2.798060635 0.412186 0.905459 1.253377 1.029868 0.591651 

中国 F (3, 48) 2.798060635 2.176334 0.360134 0.071388 0.344515 2.245621 

欧盟 F (4, 47) 2.569540013 0.571408 1.011565 0.550766 0.788875 0.460188 

日本 F (4, 47) 2.569540013 0.172487 1.256749 1.604624 1.637887 0.678926 

韩国 F (4, 47) 2.569540013 0.172517 0.439013 0.438802 0.285009 0.139228 

新加坡 F (4, 47) 2.569540013 0.687399 1.521274 2.20534 2.993855 1.591308 

印度 F (3, 48) 2.798060635 0.211882 0.459438 0.509059 0.517962 0.221283 

 
由表 5 可知，所有选取的国家包含的国外变量与全局变量在 5%的显著水平上不显著，说明这些国外

变量与全局变量具有弱外生性，意味着这些国外变量对 GVAR 模型中其他国内变量会具有长期的影响。

因此接下来将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全面剖析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冲击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 

4.2. 影响碳排放量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与 VAR 模型类似，GVAR 模型也主要依靠脉冲响应函数来进行动态分析。为了适应 GVAR 模型自

身的特点，借鉴周香银等(2017) [16]本次研究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在国际环境下分析产业结构升

级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脉冲函数的观测周期定位 40 期。 

4.2.1. 中国产业结构对自身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分析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于自身碳排放量的影响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dynamic impact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cale on carbon emissions 
图 1. 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 
 

如图 1 所示，中国产业结构对中国自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观察图 1 可以发

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碳排放量总体具有负向效应，在工业增加值占比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前 8 期迅速下降，直至第 8 期达到最低的 0.46 的响应值，在此后中国碳排放的响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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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回升，但始终处在−0.003 之下，最终稳定在−0.31 附近。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则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碳

减排。结合实际情况探究其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粗放式的发展，依靠大量的高

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来拉动经济发展，无疑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破坏，形成大量的碳排放。而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第三产业尤其金融业、服务业的蓬勃发展，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由工业带来的污染得到了遏制。同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内部也在不断的进行高级化与低碳改造，

从而促进了节能减排。 
本文旨在全球视阈下进行研究，因此在此特选取另一大主要经济体美国作为参照国，对比美国的经

济规模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美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分析中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具体结果如

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impact of the US economic scal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its own carbon emissions 
图 2. 美国的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对其自身的碳排放的影响 
 

作为对照组，图 2 显示了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其自身碳排放的影响。由图 2 可以看出，对美国工业增

加值施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美国碳排放量的响应值也出现了迅速下降，并在第 1 期后就呈现出负向响应，

在第 8 期达到最低的−0.00021 的响应值，其后有所波动，最终稳定在−0.00017 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同中

国相类似，美国的经济规模增长会促进碳排放量的增长，而产业结构升级则会降低自身碳排放量。 
结合图 1、图 2，对比中美两类相同的脉冲响应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同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的增长对自身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要著。 
第二，同美国相比，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自身碳排放的降低效果更为显著。 
究其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粗放型为主，集约化精细化不足，且产业结构上长期以高耗

能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作为支撑；反观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其经济增长模型早已转为集约型，技术发达，

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要更为明显。但正是因为上述

原因，使得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于降低碳排放的效应空间更大，在基数巨大的情况下能取得十分显著的

效果。 

4.2.2. 国际视角下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正如理论分析部分，各国的情况会相互产生影响，闫云凤，赵忠秀(2012)，彭水军，韦韬等(2016) [17]

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并考虑到篇幅限制，本文选取欧盟作为例子来分析其产业结构升级对

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之所以选择欧盟的原因是欧盟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一直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

伴，其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结果见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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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impact of EU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my country’s carbon emissions 
图 3. 欧盟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欧盟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冲击下，中国碳排放的响应值迅速上升，在第 8 期附

近达到最高值 0.0025，之后碳排放的响应值有所下降，但整体始终维持正向效应，最终逐步稳定于 0.0015
左右。综上可知，欧盟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的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析原

因如下：第一欧盟为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向高附加值产业，就势必会将大量高污染的劳动力密集与资

源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就将承受这其中“隐含”的碳排放。第二，

欧盟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其产业升级后需要大量进口中国产品，欧盟经济增长会带来进

口需求旺盛，从而带动中国相关产业生产，产生大量碳排放，这也能从侧面佐证国际贸易会蕴含“碳

排放转移”的事实，该结论与马晶梅，王新影(2016) [18]的研究结论一致，可互相佐证。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会显著促进自身碳排放量的增长，同对照国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对自身碳排

放量的促进作用要更为显著。这与中国经济长期的粗放式发展，以及长期以低附加值高能耗的资源密集

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状况是密不可分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于降低中国的碳排放量具有极大

的意义，中国粗放经济下大量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是碳排放量巨大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淘汰落后的高排放污染产业，将极大的有益于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 
根据以上结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节能减排必须着力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加快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等。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力密

集型和产业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低，造成的污染严重。要实现节能减排就必须淘汰掉落后产业，推进

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 
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绿色 GDP 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标准。我

国碳排放量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的考核只追求 GDP，忽视环境

保护，使得不少地方政府为盲目追求 GDP 增量而对环境污染不管不顾。因此必须坚持低碳经济发展，贯

彻落实将绿色 GDP 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 
第三，积极提升低碳环保的先进技术。在国际交流中，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是中国减排的一大捷径，

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的新技术引进和研发，并促进其生产应用，将科技成果迅速向商品化和

现实生产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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